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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Ｍ］．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４５－５７，１１３－１２５；［美］理查
德·比尔纳其等．超越文化转向［Ｍ］．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美］詹姆逊．文化转向［Ｍ］．胡亚敏等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萧俊明．文化转向的由来［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关于
文化转向在亚洲研究中的表现，可参看余英时的文章：“Ｃｌｉｏｓ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ｕｒ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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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１９９１，ｐｐ．１０－３０．

　　摘　要：２０世纪以来的跨学科研究催生出不少与文化人类学相交叉的新学科。
与历史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等在欧美各国的蓬勃发展情况相比，文学人类学只是在中
国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文学人类学的诞生以两个学科的学术转向为基础，一是人文学
科的人类学转向（“文化转向”）；二是人类学的文学转向（“人文转向”）。在知识全球化
与本土文化自觉的学术大背景下，中国文学人类学一派提出结束没有自己理论和方法
论的被动局面，尝试建构以文化文本及其符号编码原理为核心，以文史哲和宗教不分
的“神话历史”为认识目标，以四重证据法为方法论的一个理论体系。并希望按照这个
理论系统去解说华夏文明发生的特殊性，通过对非实在的、看不见的文化文本的整体
认识，重建出让看得见的文学文本得以构成的文化编码和再编码规则。
关键词：文学人类学；文化文本；四重证据法；神话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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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人类学是２０世纪后期的跨学科研究大潮中涌现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孕育其生长的
学术潮流可概括为两个学科领域的研究转向：一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文学转向，或称人文转
向；二是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又称文化转向。自文学人类学诞生之日起，对后一个转向的探
讨就成为研究者入门的“过关考验”，相关的探讨和争鸣一直不绝如缕①。而对前一个转向，属
于文化人类学学科史的范畴，目前国内关注得很少。即便是在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内部，对此方
面的探讨也显得凤毛麟角。造成这种不平衡局面的原因，主要是从业者的知识结构方面的。如
国内的师资方面，文化人类学科班人员较少，属于小众的学科。而文学人类学的研究队伍，基本
上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人士为主。语言文学专业的限制，使得他们较少考虑
另外的一门新学科即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史情况。为此，本项目从一开始就致力于从学术史视角
讨论人类学的文学转向问题，聚焦人类学为什么会从早期的“人的科学”变成２０世纪后期的“文
化阐释学”。这就引出如下的研究主题：从文学批评家肯尼斯·伯克对人类学家格尔兹的决定
性影响入手，找出文化“厚描”说的又一个学术渊源，重新梳理阐释人类学派背后发挥作用的文
学批评和修辞学的理论。笔者认为，只有充分从语言文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专业角度看待学科
发展“转向”的学术史意义，才能为这门新兴学科找到一个长远发展的立足之地。２０世纪德语



世界中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兼神学家潘能伯格（Ｗｏｌｆｈａｒｔ　Ｐａｎｎｅｎｇｂｅｒｇ）在其《人是什么———从
神学看人类学》中开篇就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人类学时代。一门关于人的广泛的科学是当代思
想追求的主要目标。一大批科学研究部门为此联合起来。”②既然生活在一个人类学时代，那么
人类学所要追求的问题“人是什么”，就同时成为所有人文学科的共同问题。作为人学的文学，
当然不会例外。面对法律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医学人类
学、教育人类学之类的新兴交叉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当代现状，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化人类
学这一门学科获得了超越所有其他学科的重要性。文化人类学是一门孕育于１９世纪，到２０世
纪才获得长足发展的新学科。没有它的成熟和发展，有关人的知识或学科，就不能像有关自然
的科学那样成为人类知识园地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人类学作为学科园地中一朵晚开的花，具有后来居上的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它要解

决的问题———人类作为文化动物的复杂性，是古往今来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而且也体现在跨
学科影响力方面，它提供的文化整体观确实能引领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其他学科，使之获得创
新发展的方向。
与上述这些与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人文学科相比，文学人类学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持续发展

的学术潮流，似乎仅仅在中国大陆获得一定的学科合法化身份。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文学人类
学似乎不如历史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那样兴旺发达，只是散见于个别的和零星的研究著述之
中③，没有相应的学术机构或学术组织，也没有在高等教育的专业科目中有所体现。在我国新
时期以来，文学人类学不仅在高校的研究生招生方向上得到官方认可，而且《文学人类学教程》
也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列为重点教材。２０１２年还通过教育部举办了“全国高校文学人
类学骨干教师讲习班”（永川：重庆文理学院），一门跨学科的新知识通过师资培训的方式，开始
向全国的相关专业进行推广。基于这种“风景这边独好”的新学科发展态势，开创并逐步完善新
学科理论的任务也就责无旁贷地落在这一批走出单一学科界限的先行者肩上。“中国文学人类
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能够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次从对策研究转向基础理论研究之际
获准立项，显示出本土学者建构本土化的理论形态的大胆尝试。
为什么传统的文学研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明显走向文化研究呢？马克·史密斯认为文化

人类学的核心概念“文化”能够溢出本学科，成为再造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工具利器，主要在于
当代学界对文化的思考确实提供了以往的单一学科视野所没有的东西———“一个打破学科思维
模式、熔铸一个后学科取向的新机会。”④在２００３年的《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
学研究》一书中，笔者试图就如何拓展学科的文化研究做出过学理性阐释。从知识全球化角度
而言，文化研究是适应知识重新整合的时代需求的必然现象。这是针对“比较文学危机论”和
“文学危机论”进行的正面理论回应⑤。随后，在编撰第一部文学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教材的过
程中，笔者又对２０世纪以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问题，提供学术系谱学的描述，撰写
成近五万字的专章⑥。而对人类学学科的文学转向问题，几乎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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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本项目的主要目标是突出论述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及其方法论意义，从阐释人类
学范式看待文化的符号文本性质，以及这种性质带给文学与文化的关联性启示。除了这种学科
性质和研究范式意义上的转向，即从科学实验和实证，转向人文阐释，文化人类学家采用文学化
的方式写作民族志，也属于另种一意义上的转向。伊丽莎白·费尼雅（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Ｆｅｒｎｅａ）总结了
两种形式的民族志小说形式：一种是局内人（ｉｎｓｉｄｅｒ）的自我描写，另一种是局外人（ｏｕｔｓｉｄｅｒ）对
他者的描写⑦。这两种写作的出现，如同一个隧道挖掘工程从两边挖通的效果那样，会给文学
和人类学都带来新变化。文学的作者们开始通过人类学知识自觉而主动地追求对文化他者的
认识和审美的再建构。民族志作者们则借助文学表现手法实现民族志文本的创新。回顾２１世
纪以来文学人类学在中国的拓展情况，已经被学界所接受并形成广泛讨论的有文化文本的大、
小传统理论、四重证据法方法论、文化的符号编码理论、神话历史概念等；此外，还需要继续展开
更加深入的探讨，在继承创新的意义上，对今后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前景做出一些预期和展望。
在西学东渐以来的文化背景下，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意向一直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一

般而言，对内介绍和接受的西方理论多种多样，而本土一方的原创性理论建构却显得寥寥无几。
除了教科书类型的高头讲章式“准理论”以外，确实拿不出什么像模像样的理论体系。有人会这
样思考：既然理论思维不是国人的强项，又何必以己之短去竞争他人之长呢？文学人类学一派
对此的回应是：如果没有先进理论的聚焦和引领作用，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又怎么能跟上这
个时代的变迁，拿出有厚重底蕴和学术分量的研究成果呢？难道中国只能提供素材和资料，不
能提供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吗？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阿吉兹·阿罕默德认为当今时代就是理论发达的时代，理论性成果的层
出不穷，成为学术思想进步的助推器。他写道：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一项几乎涵盖所有
英语国家文学研究领域的显著发展成果，便是理论生产的高度繁荣。“理论的爆炸作为一种对
话和重构，其主要方面已经成为一种融入了欧陆思想成果的杂糅：本雅明、法兰克福学派、语言
学、阐释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沃罗西洛夫／巴赫金学派、葛兰西、弗洛伊德，以及拉
康式的弗洛伊德等等。”⑧如果聚焦一下当代的理论生产所围绕的新关键词，文化人类学的重要
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昔日流行的关键词，如审美、文学性、修辞术、风格、趣味等，已经被“反经
典”“文化民族主义”“文化认同”“少数族裔话语”“多元文化主义”“跨文化认知”“离散”等一系列
新名目替换，它们大都是直接来自文化人类学的术语。由此可知，在这种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和
后殖民主义的现实语境中，没有相关的人类学的基础知识，是无法理解和应对当代的理论生产
新浪潮的。用乔纳森·卡勒的说法，我们必须面对１９６０年以来发生的事实：
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已经开始研究文学研究领域以外的著作，因为那些著作在语言、思想、历

史或文化各方面所作的分析都为文本和文化问题提供了更新、更有说服力的解释。这种意义上
的理论已经不是一套为文学研究而设的方法，而是一系列没有界限的、评说天下万物的各种著
作的方法……“理论”的种类包括人类学、艺术史、电影研究、性研究、语言学、哲学、政治理论、心
理分析、科学研究、社会和思想史，以及社会学等各方面的著作⑨。
卡勒还认为：“成为‘理论’的著作为别人在解释意义、本质、文化、精神的作用、公众经验与

个人经验的关系，以及大的历史力量与个人经验的关系时提供借鉴。”本项目也希望能够实际地
为学人的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而非空疏无用的“准理论”游戏。概括地讲，近三十年来，从
文学理论方面的神话原型批评起家，中国文学人类学一派的理论关注随着跨学科研究的深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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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形成，集中体现在如下两方面：
一是关于文化文本的符号编码论———大传统的非文字符号解读，和小传统的文字文本解

读的相关性、因果关系、神话历史等。希望通过这样的文化文本符号的历史分析视角，厘清口
传文学与书面文学、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母子关系，同时厘清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的母子
关系。二是立足于国学传统传承创新立场的、关于当代跨学科研究方法论的，称为四重证据
法。在这方面，“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重大项目子课题《四重证据法研究》，对方
法论给予专门的论述和演示。而《文学人类学新论———学科交叉的两大转向》一书，则在理论
分工的意义上，侧重承接几年前完成并已出版的《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一书的理
论思路，集中关注文化文本和符号编码方面的梳理和建构。至于与“神话历史”主题相关的著
述，则以系列个案研究的较大规模，汇聚在南方日报出版社２０１１年以来陆续推出的“神话历
史丛书”中瑏瑠。
在现有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范式之外，寻求一套文化文本导向的新理论与新研究范式，

这可称得上当代文学人类学需要处理的首要理论难题。文学人类学的批评实践侧重于以人类
学、历史学和符号研究的方式研究各种文化书写的形态，在研究动态文化的过程中提炼出“文化
文本”这一新概念。从文学人类学研究会首届年会的论文集题为《文化与文本》瑏瑡，就可以看出
国内的文学人类学一派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所在：即如何找到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理论关联。
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从属性的。换言之，文化文本是整体，文学文本是部分。文化
文本是原生性和支配性的，文学文本则是派生性的和被支配的。前者为因，后者为果。是大象
无形的文化文本，决定着有形的、具体的文学文本。
由此可知，为什么文化文本这个术语，能够成为当代文学人类学最为核心的关键词。它最

大的特点在于其非实体特征，在内涵上囊括各种类型的活态文化与物质文化，如民俗礼仪、节日
庆典、口传史诗、传世文物、出土文物、建筑、遗址和墓葬的形制等；除此之外，生成这一符号综合
体的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也是文化文本的组成部分。如何通过文学文本去探讨文化文本呢？淮
北师范大学的王政教授团队最近出版的《欧阳修陆游诗歌民俗祭典述论》一书，对两位著名的宋
代诗人作品中的民间岁时习俗和祭祀仪式内容做出系统梳理，带来很好的启示。例如，该书第
四章“陆游祭典诗的种类与功用”，一共归纳出十三种民间祭祀仪式的情况：社祭、傩祭、腊祭、
祭灶、祭蚕神、祭紫姑、禹祠祭、祭柳姑、祭水神、祭龙湫（湫神）、祭先师先圣（孔子）、墓祭、献俘
祭。在论述陆游这些祭典诗歌的文化功能时，该书认为有祈福、弥灾、报谢三方面的作用瑏瑢。这
就使得古代诗歌研究的文学范式与文化范式的关联得到凸显，从而引发出从文学人类学意义上
反思“文学何为”这样根本性问题的机缘。该书第五章“陆游祭典的具体事象”，分别探讨诗歌中
描述的仪式母题和仪式细节，更具有“诗歌民族志”分析的性质。如对“椎牛祭神”“社钱”“分胙”
“饮福酒”“刍狗”“踏歌”“巫舞”“人神对话”的“巫致辞”与“神降语”等逐一分析，让读者通过陆游
诗歌看到宋代民间社会之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不仅有助于对文学文本背后的文化文本获得
领悟，而且能够体会到仪式文化作为大传统的遗留，其古今一以贯之的传承原理，对今日民间
的类似礼俗现象的源流有一个真切的历史体认过程。就此而言，陆游诗歌不光是个人性的情
感和意志的表达，同时也是社会生活和礼俗传统的结晶。这就是透过有形的文学文本，去洞
见和体察无形的文化文本的研究方式，王政团队为此提供出古典文学创新性研究的生动
案例。

９９叶舒宪　文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瑏瑠

瑏瑡

瑏瑢

叶舒宪，谭佳．比较神话学在中国［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２５３－２８６．
叶舒宪．文化与文本［Ｍ］．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
王政，王娟，王维娜．欧阳修陆游诗歌民俗祭典述论［Ｍ］．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２０１５：１７６－１７７．



反过来看，重构出无形的大传统的文化文本，对于重解文字书写小传统又有怎样的启示呢？
笔者在《文学人类学新论———学科交叉的两大转向》中举出的研究案例是白玉和白璧两种华夏
文明特有的神话化崇拜物在历史中的作用。本项目的主旨是：“神话历史”是中国历史书写的特
征，而驱动这一特征的终极原型则要从八千年前的玉石神话信仰中去寻找。玉教神话发展了约

５　０００年，几乎统一和覆盖了中国大部分地区，才迎来甲骨文的出现，由此带来文字小传统。汉
字在《说文解字》的时代保留着１２４个从玉旁的字，这是一个惊人的数量。认知人类学认为语言
文字是最能体现特定文化价值的符号系统。汉字书写小传统围绕玉教神话，形成一种后来居上
的核心崇拜，即是以和田玉进入中原国家为物质前提的白玉崇拜瑏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历
史事件当为秦始皇制作传国白玉玺与鸿门宴上白玉璧保全刘邦性命，由此可以透析玉石神话
信仰对整个华夏文明的历史构成与历史书写所起的支配性作用。古代帝王皆称“天命不可
违”，以受命于天来强化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如此头等大事事关统治者登基或继位的权威性，
必须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物质符号予以证明，而在秦始皇嬴政看来，他舍弃了贵重的金属，“收
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而选择用顶级白玉制成传国玉玺，足见其对
特定的玉石资源的重视程度。传国玉玺代表最高权力，一旦将白玉神话与白玉玺的最高王权
象征意义结合起来，就为后代史家的史书撰写提供了无尽的想象空间，传国玉玺失而复得、得
而复失的近千年传奇故事，足以成就华夏文明中文学创作者们乐此不疲的最佳写作题材（以
《三国演义》为代表）。
刘邦利用先入关中占据咸阳之机，成功获取秦始皇特制的象征最高权力的唯一符号物———

传国玉玺，但项羽并不愿与刘邦长久分据称王，面对一山不容二虎的相持境地，才有了“鸿门宴”
事件。《项羽本纪》记载，当鸿门宴上刘邦见情况对自己不利时，欲求借故脱逃，故而派张良“奉
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羽的反应也给故事的结局提前
做好了铺垫———“受璧，置之坐上”，刘邦因此免于一死。范增拔剑撞破玉斗，为什么项羽却愿意
“受璧”呢？答案是：白璧！玉璧象征着天和天门，白璧自然也成为统治和王权的最高象征符
号，刘、项二人都深知白璧至高无上的价值，刘邦自知唯有献出白璧方能保命，而对于刘邦这种
特殊的示好、示弱与妥协方式，将天子至宝留给项羽，项羽当然心领神会。透过这些代表性历史
事件不难得知，中原王朝统治者都极为崇奉神圣的白玉，如若我们以中原王朝的白玉崇拜为标
志，将西王母来中原献白环神话的起源大致追溯到距今３　０００多年的商周时代，是可以提供第
四重证据即出土玉器文物的证明的。现代以来，有关西王母和昆仑神话的来源问题，苏雪林、丁
山、凌纯声等部分学者受国外学者的阐释误导效应，一度考证西王母形象实为西亚两河流域美
索不达米亚文明中的月神，后经辗转传到中国，而被汉译为“西王母”。除此之外，西王母的具体
神格还存在死神、吉神、月神、保护神、生育神、创世神等不同说法瑏瑤，因此形成各种神格相纠结
的芜杂局面。如果结合四重证据法来探讨西王母的原初神格，以此来重新认识西王母神话的物
质原型及其象征系统，将获得超越前人的突破性认识。

《尔雅·释地》曰：“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郭璞注曰：“觚竹在北，北户在南，
西王母在西，日下在东，皆四方昏荒之国，次四极者。”瑏瑥可见西王母居于非常遥远的西方日落之
地，而这往往与“死亡”意象联系起来：
在神话思维中，太阳的上升阶段象征的是英雄的出生、成长、建功立业等喜剧性情节，而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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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舒宪．白玉崇拜及其神话历史初探［Ｊ］．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２）．
赵宗福．西王母的神格功能［Ｊ］．寻根，１９９９（５）．
郭璞．尔雅［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３３７－３３８．



阳的西沉则象征了英雄的失败、死亡等悲剧性情节瑏瑦。此外，《山海经·西次三经》曰：“又西三
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玉山，即今日所指昆仑山，久居于此的西王母既掌管白玉，
又掌管长生不死秘药，再生神职自然也得到确认。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昆仑”既圣山实体，
又隐喻生命之孕育与再造。它其实就是玉教神话建构出的宇宙山，因为昆仑山为和田玉的主产
地，特别是白玉。将昆仑本身视作生命孕育的象征，西王母又居于其上，故西王母最初的神格应
该是一位掌握着死亡与再生之权的大母神瑏瑧。如今越来越多的考古出土文物表明，商周以来的
用玉制度离不开白玉和青白玉资源，这些资源恰是中原地区匮乏的，这才有了商周以后愈演愈
烈的“西玉东输”运动，新疆昆仑山和田玉才得以服务于王权统治者。西王母献白环、穆天子会
见西王母等神话叙事是有现实物质基础的，而白玉崇拜这种特有现象是包括两河流域文明在内
的其他古代文明所无法凭空臆造虚构的，唯有意识到西王母是本土白玉崇拜催生出的死亡再生
女神形象，我们才能彻底消解西王母源于外来文化的说法。
从理论建构方面看，有２０１３年出版的《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一书。编撰者希

望为文学人类学的学术同仁们展开文化研究和文化阐释，提供一个可操作的理论视野———“文
化符号学”的视野。其在理论上的推陈出新之处在于，以文字的有无作为最重要的媒介变革基
准，重新划分文化的“大、小传统”。在论者看来，文字之前和文字以外的传统才是真正的大传
统，以实物、口传和图像为载体，那显然是属于非文字符号的信息世界；而后起的文字以及用汉
字书写的典籍，则开启文化传承的小传统。从大传统到小传统的关系，是原生与派生、孕育与被
孕育、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瑏瑨。在此基础上，再标榜出一个颇具分析性的概念“Ｎ级编码”，将一
万年以来的文化文本乃至当代作家原创的文学文本尽数囊括其中。
简要来说，大传统以器物与图像为符号载体，这些产生于无文字时代的元素有着文化意义

上的原型编码作用，可称为一级编码，主宰着这一编码的基本原则是神话思维，由此类一级编码
驱动的观念历程可视为神话历史展开的过程；以甲骨文为初形的汉字系统，则开启二级编码的
过程。用文字记录的早期经典，是文化传承中的三级编码。三级编码在各大文明的古典时代完
成，基本上包括我国的先秦典籍等史籍；在希腊则是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神谱》、希罗多德的
《历史》；在印度是四部“吠陀”和两大史诗；在古埃及是《亡灵书》等，在苏美尔和巴比伦有号称
“世界第一部史诗”的《吉尔伽美什》等。在各大古文明中，此后的一切写作实践都是由此类的三
级编码衍生出来的，是为Ｎ级编码。《文化符号学》从大传统的原发性角度重新解读小传统的
“所以然”，通过文化符号学的多层编码透视，层层还原出文化生成符号的历时性叠加过程，不仅
阐述驱动华夏文明的文化文本符号编码之核心动力，还严格按照年代顺序梳理出中华核心价值
观的形成轨迹，探究视觉文本和物象文本的符号体系、表意功能与叙事特征，在当代民族国家的
语境下重新讲述“中国故事”。
在此试用一个结构图来表示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总体关联：

１０１叶舒宪　文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瑏瑦

瑏瑧

瑏瑨

叶舒宪．探索非理性的世界：原型批评的理论与方法［Ｍ］．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２２９－２３０．
叶舒宪．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Ｍ］．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叶舒宪．西王母神话：女神文明的
中国遗产［Ｍ］．金枝玉叶———比较神话学的中国视角［Ｍ］．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７９－８９；苏永前．西王母神格探
原———比较神话学的视角［Ｊ］．民族文学研究，２０１４（６）．
叶舒宪．探寻中国文化的大传统［Ｊ］．社会科学家，２０１１（６）．



以下再用“要目”方式呈现本项目的结项著述情况，包括已经出版的阶段成果，和刚出版的
最终成果。结项成果总规模为３００万字，分为三个系列１２部书稿：
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成果目录：
第一，理论与方法创新系列
《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阶段成果，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文学人类学新论》（最终成果，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
《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最终成果，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
《四重证据法研究》（最终成果，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
第二，“神话历史”跨学科研究系列
《苏美尔神话历史》（阶段成果，南方日报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图说中华文明发生史》（阶段成果，南方日报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韩国神话历史》（阶段成果，南方日报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希腊神话历史探赜》（最终成果，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
第三，田野考察及个案研究系列
《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源》（阶段成果，中华书局２０１５年版）
《玉石之路踏查记》（阶段成果，甘肃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玉石之路踏查续记》（最终成果，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欧阳修陆游诗歌中的民俗祭典研究》（阶段成果，中国书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需要对第三系列略加说明的是，文学人类学研究团队在项目进展过程中，呼应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的现实需要，新增一个理论研究的典型个案，即把华夏文明当作一个文本或作品来解
读，试图从神话信仰驱动的特殊资源依赖现象入手，阐明华夏文明发生的独特性。解释为什么
国家政权在中原，理想化的物质“白璧无瑕”和理想化的精神“君子温润如玉”，却都取法于远在
数千公里以外的新疆和田玉。从本土视角重新审视丝路形成史，从纷繁的西方话语表象背后，
揭示玉石之路为丝路前身和原型，并发挥人类学研究的特长，通过在中国西部七省区举行１３次
田野考察，行程４万多公里，依据调查标本采样和考古新发现的古代玉矿，重建出一个总面积达

２００万平方公里的西部玉矿资源区轮廓，以及五千年来西玉东输运动的路网线索。
如今，经过拉网式的田野调研和玉石采样工作，面对中国文学的第一原典《山海经》讲述的

１４０座产玉之山，我们再也不会像以往那样困惑不解了。如果说瑶池西王母是神话建构，那么
西王母背后的昆仑玉山却不是虚构，而是现实的存在。而且并不像汉武帝认定的那样只是新疆
南疆的一座山，而是近似《穆天子传》所述的“群玉之山”，应当包括今日的喀喇昆仑山、昆仑山、
天山、祁连山和阿尔金山。这就是通过广泛的田野考察，以实地采集得来的西部各地出产的玉
石原料作为第四重证据，给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研究带来“再解码”效应瑏瑩。离开这种原型性的
认知，从战国时代的西王母神话建构，到东汉以后道教的玉皇大帝崇拜，再到《西游记》将西王母
与玉皇大帝再编码为天神夫妇的整个文化文本衍生过程，就无法得到溯源求本的透彻把握。我
们一旦还原性地认识到华夏文明成文历史不足四千年，而其背后的东亚玉文化历史则有八千年
之久，甚至中国信仰中的最高主神为什么叫“玉皇”的符号编码原理，也会有“一切尽在不言中”
的深切体会。
文学研究为什么不能仅着眼于看得见的文本，还需要诉诸看不见的文化文本的探究，道理

就在于此。至于丝路上的主要关口为什么没有按照西方近代话语，称为“丝门”或“帛门”，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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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本土话语称为“玉门”或“玉门关”，则唯有真正实现对本土文化的重新自觉以后，方能悟出
此中&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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